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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建成，张文裕和工程经理谢家
麟（右二）、副经理陈森玉（右一）、
总工艺师徐绍旺（左一）在储存环
隧道里交流。

跳上“特快列车”3

“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1984年 10月 7日，北京西郊，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高能所）举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基仪式上，邓小平同志如是说。

这天，邓小平同志在对撞机的奠基石上培上了第一锹土。时任高能所所长张文裕拉

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我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4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场奠基仪式，高能所研究员张闯的眼眶有些湿润：“那一天，

很多人等了一辈子。”

从 20世纪 50年代起，中国科学家一直苦于我国没有自己的高能物理加速器，科研
工作长期依赖国外数据。他们始终有一个梦想———用自己的加速器做世界最前沿的研究。

风云动荡中，这个梦想被七次点燃，又七次熄灭。奠基，代表着他们的梦终于成真。

仅用 4年时间，中国科学家就以令国际同行惊讶的速度，建成我国首个大科学装

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此后的 40年，持续产出的科学成果、日渐壮大的人才队
伍、站稳脚跟的中国高能物理，都用事实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话，这件事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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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3月，乍暖还寒，春日的气息
还不算浓郁。
正在辽宁省北票矿务局工作的张闯

趁着到北京出差开会的空隙，来到中关
村，看望自己的大学老师、清华大学教
授张礼。张闯曾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攻读粒子加速器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
煤矿工作，但他与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
敲开门，进屋坐下，二人还没寒暄两

句，张礼就兴奋地告诉张闯一个消息：“周
总理有批示，高能物理要上！”
张礼的声音不大，却让张闯为之一

震。它像一枚钥匙，打开了张闯心中一扇
久闭的大门。

事情要从 3年前说起。
1972年 8月 18日，张文裕、朱洪元、

谢家麟等 18 位科学家给周总理写了封
信。信中，他们诉苦：“高能物理实验几乎
是一片空白，高能物理理论研究则全是依
靠国外的实验数据。”
高能物理研究是认识物质微观结构

及其运动规律最前沿的学科，而高能加速
器和相应的探测装置是这项前沿研究的
重要工具。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们就提出要建
设粒子加速器，开展核物理实验研究。
1953年，世界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在美国
问世，赵忠尧、张文裕、王淦昌等老一辈中
国物理学家开始努力推动建造中国的高
能加速器。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与国民
经济的兴衰，让这一梦想多次“上马”，又
多次“下马”。

信中，他们呼吁：“尽快确定发展高能
物理的方针政策，同时组织上给以保证，
尽快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并划归基础理
论研究的主管部门领导。”

1972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总理批
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
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
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1973年 2月 1日，在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高能
所。在张闯心中，那曾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殿堂”。

两年后，1975年 3月，高能所组织科
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向国务院上报《关于
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
告》，明确提出要在 10年内，建造一台能
量为 40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在医院病床上，周总理审阅并批准了
该报告。此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
有了自己的代号———“七五三工程”。
“学校已把加速器专业毕业的同学推

荐给了高能所，你也在名单里。”张礼告诉
张闯。为了满足“七五三工程”需要，高能
所开始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相关专业
人员。

那天，张闯从老师家里走出来时，出
差的疲惫一扫而光。此时，路边的树杈还
有些光秃，但张闯的心里已经开出了小
花，那是他和老师们盼了许久的梦。

1976年秋天，科学家满怀信心，重新
论证“七五三工程”方案，提出了更宏伟的
“八七工程”计划，并得到国家批准。

“八七工程”分三步走：第一步，耗资
3亿元，建成 300亿电子伏特的慢脉冲质
子环形加速器；第二步，耗资 7亿元，到
1987年底建成 40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环
形加速器；第三步，到 20世纪末，建成世
界一流的高能加速器。

然而，没过多久，我国国民经济调整，
紧缩基建，高能质子加速器因属于“国家
非急需”而在“下马”之列———这已是该项
目的第七次“下马”。得知消息后，张文裕
等老一辈科学家和张闯等年轻一辈都心
急如焚。

1980 年 5 月，张文裕、赵忠尧、朱洪
元等 39位高能物理学家联名上书，恳求
“八七工程”不要“下马”。邓小平同志批
示：“此事影响太大，不宜‘下马’。”

这一批示给中国科学家们留下了机
会。尽管工程陷入停滞，但希望仍在。

所有人都开始重新思考更符合国情
的加速器方案，奔向第八次希望。

1990 年，经过一年多的调试，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正式运行。

它很快成为中国高能物理基础研究的“宝
地”。凭借它产出的数据，中国科学家取得了一批
在国际高能物理界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实现
迄今对τ轻子质量的最精确测量；实现 20亿至
50亿电子伏特能区正负电子对撞强子反应截面
（R值）的精确测量；发现“质子 -反质子”质量阈
值处新共振态；发现新粒子 X（1835）……

世纪之交，国际高能物理竞争越发激烈，而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经运行了 10年。中国科学家
们有了一个新想法：升级！

时任高能所所长陈和生一直密切关注国际高
能物理前沿的发展。2000年，他主持制定的“中国
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得到国家科技
领导小组原则同意，其中包括对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的重大改造。

得知这一消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康奈尔正
负电子对撞机团队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宣称，将采
用“短平快”的方法改造康奈尔正负电子对撞机，
预计比改造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早两年达到
同样的性能指标。

这无异于一次“宣战”。“两军相逢勇者胜！”陈
和生告诉身边的科研人员。他和国际上的专家反
复讨论后发现，康奈尔大学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
而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

大家决定迎难而上，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改造（BEPCII）方案作出重大调整，采用国际先进
的双环方案，计划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性能
提高 100倍，以便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2004年 1月，BEPCII正式动工，建设内容包
括注入器改造、建造双储存环对撞机、新建北京谱
仪 III和通用设施改造等。

一场激烈的国际竞赛由此展开。
除高能所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

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等和相关院外科研机构、企业
都参与其中，形成建制化的攻关力量。

他们用 5年时间，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
亮度和综合性能提高到国际领先水平，工程自主
研制设备超过 85%。

升级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了微米级
高流强束团精确对撞，峰值亮度约为改造前的
100倍，加上探测器性能和运行效率的提升，日积
分亮度较改造前提高 100倍以上。

到 2009年 BEPCII工程完成时，康奈尔大学
的对撞机只达到其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不得不
停止运行。在那台对撞机上做实验的许多高能物
理学家加入了北京谱仪 III合作组。
“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又一次重大

飞跃，为中国在粲物理研究和τ轻子高能研究方
面继续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李政道如是评价。

更高的性能带来更丰硕的科研成果。2013年
3月，北京谱仪 III合作组宣布发现新的共振结构
Zc（3900），这极可能是科学家长期寻找的“四夸克
物质”，入选美国《物理》杂志公布的 2013年物理
学领域十一项重要成果，并位列榜首。自 2008年
开始运行到 2015年 6月底，他们还观测到新粒子
X（1870）、X（2120）、X（2370）等。

在科研过程中，年轻的高能物理研究人员也
成长起来，一批批优秀的博士、博士后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全国各大科研机构、高校，成为中国高能物
理发展的新鲜血液。

高能所现任所长王贻芳感慨地说：“今天看
来，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当时作的最好选
择。它让中国高能物理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
一席之地，培养了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队伍，也推
动了国内其他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时至今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改造仍在
进行。“我们正在对加速器部分做改造，把它的亮

度再提高 3倍，之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预计可
以运行到 2030年左右。”王贻芳说。

在很多过来人眼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
建设是几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国
许多单位大力协同取得的成就，也得益于改革开
放后的国际合作。

在王贻芳看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留下的
“启示”，包括“高能物理发展要综合考虑前沿科学目
标、国家实力与需求、学科自身发展目标来选择装置
建造方案”，“要敢于接受国际上的挑战和竞争”，“国
内的实验基地始终是巩固和发展国际地位的坚实基
础”，“装置建设方案要尽可能兼顾其他学科的需
求”，“要坚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回顾过去，中国高能物理的起步艰辛而曲折，
但科学家们从未失去希望与激情。曾经的挫折与
荣光，成就了中国高能物理学家的胆识与气质。他
们也为后来者积累了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在
困顿中坚守，在希望中奋进。

（实习生阚宇轩对此文亦有贡献）

1981年，受“八七工程”停滞问题影
响，中美高能物理联合会议未能如期举
行。得知消息后，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吴
健雄夫妇和李政道都心急如焚，他们向国
家领导人建议，立即派专家赴美洽谈。

1981年 3月，中国科学院派高能所的
朱洪元、谢家麟前往美国洽谈。他们与李政
道、袁家骝、吴健雄以及美国斯坦福直线加
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等美国高能物理
学家开会，讨论中国高能物理的前景。最
终，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建造 2×22亿电
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最好的方案。

新的方案，造价只需“八七工程”的
三分之一，不仅物理窗口内容丰富，还可
以在做高能物理研究的同时，做同步辐
射应用研究，实现“一机两用”。

然而，当朱洪元、谢家麟把这一方案
带回国内，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始了。

研制对撞机，技术难度和风险很大。
正负电子对撞机要让两束极细、高速运
行、稀薄的电子束团撞到一起，既要“对
得准”，又要“撞得充分”。大家有各种各
样的担心：“中国能不能做得了？”“即便
研制出来，性能指标是否达标？”“进度如
果拖下来，物理窗口关闭了怎么办？”

有人还打了个比方：“以当时中国的
薄弱基础，要想建成正负电子对撞机，就
好比站在铁路站台上，想跳上一列飞驰而
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如
果没有抓住，就粉身碎骨。”

1981年 9月，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
主持召开“丰台会议”，专门讨论了 3天。
与此同时，高能所内部也组织了多次研

讨会。每个人都在为国家高能物理的未
来谋一条最切合实际的出路。

方案一直讨论到 1981年底。其间，中
国科学院又派当时院内主管部门负责人邓
照明和谢家麟、朱洪元一起再赴美国。在李
政道等的坚持下，邓照明与中国科学院领
导通了电话，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协商，院领
导肯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

1981年 12月 5日，中国科学院上报
了《关于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预制
研究的报告》。看过报告后，邓小平同志
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
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
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983年 4月，我国正式批准北京正负
电子对撞机项目，计划于 1988年底建成。

此后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
导小组组长的谷羽曾感慨：“这一批示给中
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把
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危机中解放出来。”

第八次希望2

七“上”七“下”1

“两军相逢勇者胜”4

1984年 10月 7日上午 10点，北
京西郊玉泉路的高能所里，彩旗飘
扬。邓小平、杨尚昆、万里、方毅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程从美国赶来的
科学家们聚在这里。大家盼望已久的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破土动工。

接下来，科学家们要用 4年甚至
更短的时间，从站台“跳”上国际高能
物理这列飞驰的“特快列车”。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由注入器、
输运线、储存环、北京谱仪、同步辐射
装置等部分组成，工程涉及的专用设
备多达上万台，技术复杂、精度要求
极高，中国此前从未做过。工程一开
始就遇到了关键问题：是全面引进，

还是自主研制？
作为工程领导小组组

长，谷羽带领小组成员认真
分析了中国的科技和工业状
况，最终决定，除计算机和少
数当时中国无力研制的设备
以及用量很少、不值得花人
力和物力研制的设备、元件、
材料外，主要依靠自己的力
量设计和研制。

为了提供一个极端的粒
子对撞环境，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各类设备的技术指标
均向极限逼近，其中涉及的
高功率微波、高性能磁铁、高
稳定电源、超高真空等技术，
设计指标几乎都超出当时的
技术能力。

例如，对撞机要给电子
加速，就需要有稳定的微波
电磁场，而一种名叫“S 波段

高功率速调管”的部件就是微波磁场
电子系统的“心脏”。当时，国内技术
水平最高的 S波段高功率速调管，脉
冲输出功率能达到 15至 20兆瓦，但

这根本无法满足对撞机工程的需要。
于是，高能所科研人员和工厂联

手，吸收消化国外上世纪 80年代初期
全部生产工艺，改造原先的生产线，不
仅将速调管的微波功率提升到 34兆
瓦，还将国产调制器的功率从 50兆瓦
提升到 100至 200兆瓦，工作寿命从
1000小时提高到 10000小时。

这一突破不仅满足了对撞机对
微波功率源高功率、高稳定度、长寿

命的技术要求，也使合肥同步辐射光
源、北京自由电子激光、上海自由电
子激光等我国“八五”期间的几大加
速器工程，都逐步用上了国产的微波
功率源和特种波导元件。

类似的技术突破在对撞机研制
过程中还有很多。为了建成对撞机，
我国在真空技术、电磁铁、大功率高
稳定度电源等方面都达到更高的技
术水平。此外，高能所还于 1987年建
成我国第一条国际计算机通信线路，
成为我国建设“国际信息高速公路”

的先驱。
1988年 10月的一天，时任高能

所所长叶铭汉找到负责北京谱仪建
造、安装、调试任务的郑志鹏。
“近日要开始中美高能会谈了，

美方专家正在北京，如果此时能实现
正负电子对撞，那将是一个很适当的
时间。”叶铭汉说。

郑志鹏立刻找到负责亮度检测
器的同事们，商量如何区分信号和噪
声。经过几个昼夜的连续调试，他们
慢慢摸清了装置的“脾气”。

1988年 10月 16日凌晨，当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处于对撞模式时，亮
度监测器上显示出正负电子的散射
信号，而且计数随时间不断增长；将
对撞机从对撞模式调成单束模式后，
信号消失。反复多次，终于，大家确
认，“对撞了”。

大厅里，所有人都高兴得跳了起
来，一夜的疲惫烟消云散。得知消息的
叶铭汉天刚亮就来到运行室和谱仪大
厅，确认正负电子实现对撞的事实。

好消息很快传遍整个高能所，又
通过媒体传遍全国。

1988年 10月 24日，刚刚过去的
一场秋雨使北京舒爽宜人，邓小平同志
再次来到高能所。这一天，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宣布建造成功！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

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
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
小平同志在建成典礼上说。

4年时间，中国科学家真的“跳”
上了国际高能物理这列疾驰的列车。
“对撞机的成功是中国科技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里克特如是评价。

从此，中国大科学计划的时代正
式开启。

“八七工程”停滞后，高能物理学
家们一起研究方案调整问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期间，科研人员在北京谱
仪上安装主漂移室信号丝。

2006年 11月 18日凌晨 5点多，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经过重大改造后，成功实现电子
束在储存环中的积累，科研人员在控制室记录
了这一时刻。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控室。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安装完成的储存环。安装完成的北京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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